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４７期)２０２０(３)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基金项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软科学课题“‘十四五’创新体制机制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研究”(１２５E０２０１).
作者简介:李怀瑞(１９８９Ｇ),男,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乡村振兴.

风险Ｇ能力耦合:精准扶贫中的分配正义研究

李怀瑞,田思钰,邓国胜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　以分配正义为方法论策略,从风险分配正义和能力正义两个进路分别探讨顶

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对贫困户贫困风险的消除和转移作用及对其可行能力的提升作用,并采

用准实验法对比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两种作用上的区别,最终将二者进行了理论意义上的

统一,建构出“风险Ｇ能力耦合”策略框架.这一框架在避免贫困的恶性循环、实现“风险转

移Ｇ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方面作用显著.在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面对“最难啃的硬骨头”,
“风险Ｇ能力耦合”的扶贫将成为解决这一痛点和难点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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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义理论在人类社会进入发达现代性之后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进路和取向:一是稀

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世界不再仅仅处于稀缺社会的分配

冲突中,而是处于各种风险引发的冲突和问题相互叠合的状态[１Ｇ２];二是在诸多继承和批判罗尔斯“公

平的正义”[３]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分配正义观念中,从对基本善的分配转向了以阿玛蒂亚森和玛莎

纳斯鲍姆为代表的能力的分配[４Ｇ５],主张根据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而不是依据其拥有的资源或

基本善来判断个人处境并实行社会正义.这两种理论取向虽然依循不同的逻辑演绎过程而产生,

但在逻辑演绎的结果上高度契合:因为风险分配的核心正是在有差异的主体间对认知与应对风险

能力进行合理配置,强调的是通过培育、补偿或援助的方式提升不利者群体认知与防范风险的能

力[６].因此,风险分配正义和能力正义在各自单独赋有重要性的同时,二者的结合同样具有独特

意义.

基于此,本文借助中国扶贫基金会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对贫困的本质进行了进一步反思:即如

果以分配正义作为方法论策略,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金融扶贫杠杆工具,是如何

将风险分配和能力分配这两种不同的分配正义进路结合在一起,又是在防范因病致贫风险和提升贫

困户可行能力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扶贫效率的提升? 这种双重进路相互耦合的社会扶贫策略和模式

的理论意义何在?

　　一、风险分配与能力正义视角下的贫困

　　１．作为一种风险的贫困

关于贫困,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存在多种不同的视角:有的视贫困为一种比较意义上的相对贫

困,有的视其为一个价值判断,有的则认为贫困仅仅是一个政策性的定义[７].对于贫困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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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将贫困分别作为过程、互动和行动的不同进路[８].本文并不打算针对贫困的概念进行学理性

的分析,而是首先从风险的视角将贫困视为一种绝对的风险.

风险与贫困一样,都是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生的产物.风险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可能性范畴,是一

种危险和灾难发生的可能性[９],它基本的核心含义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贝克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阶段先后顺序,区分了三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风险,即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古典工业社会的风

险和人为的大规模的“后工业主义时代”的风险(即风险社会)[１０Ｇ１１].依据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均

衡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三种类型的社会风险在我国同时并存,但是就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来说,

贫困所属的风险还大多停留在第一阶段,即前工业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的风险.这一风险类型兼具

个体性和社会整体性双重特征:既是一种个人风险,又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社会风险,贫困发生率就

是这一社会风险的量化指标.

２．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

以资源和财富分配为逻辑的社会学理论构建一直是社会学领域的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例如围

绕财富分配的多寡,社会成员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或者利益集团.财

富分配逻辑因此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衍生出许多重要理论成果.然而随着世界逐渐步入以风险社会

为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风险分配的逻辑正在一步一步取代财富分配的逻辑.在简单现代性阶段,财富

的生产和分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而在反思现代性阶段,风险的生产和分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

逻辑[１２Ｇ１３].正如贝克所说: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

中,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

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这为现代性赋予了“自反性”[１４].

风险分配的逻辑受到财富分配的深刻影响,财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社会

风险地位[１５].但是,风险分配的规则又与财富分配的规则截然相反,风险同财富以颠倒的方式附着

在阶级或阶层模式上:财富在顶层集聚,而风险在底层集聚.因此风险是结构性的[１６],它不断向贫穷

弱势群体集中,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风险分配极具不平等性,较财富分配不公更甚.

正是由于风险的结构性特征,处于财富分配地位底层的被精准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可能遭遇更高

的风险,因此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对于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贫困

的风险来自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因病、因学、因灾等,我国因病致贫、返贫的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

比例达到４４．１％,在众多致贫原因中排名第一[１７].因病致贫的风险成为贫困的第一高危风险.那

么,贫困风险的分配正义何在? 如果说在前现代性阶段,经济增长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那么,在
晚期现代性阶段,风险处理及其分配正义也将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３．从风险分配进路到能力进路

从风险分配的视角审视贫困,为政府制定政策帮助贫困户防范和转移各种贫困风险提供了理论

依据.然而分配正义理论并未停止演进的脚步,以阿玛蒂亚森和玛莎纳斯鲍姆为代表的思想家

在能力正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力进路的分配正义理论.

能力进路的正义观与其他许多政治哲学的分支(比如社群主义)一样,源自对约翰罗尔斯 “公

平的正义”理论的继承和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种基于机会平等的正义理论[１８],他将机会与

权力、自由①、收入和财富、自尊一并归列为“基本善”,对“基本善”的合理分配是正义实现的基本途

径.而阿玛蒂亚森认为,基本善的指标并不能真正和完整地表征分配正义所指向的目标.森举了

一个著名的“轮椅人”的例子作为批驳对象:假设一个坐轮椅的人和一个身体正常的人拥有同样多的

财富,但两者的活动能力却完全不相同,坐轮椅的人在公众场合到处走动的能力显然远远不如正常

４２

① 森强调,“自由”在这里仅仅是作为收入和财富的补充而出现,与森的意义上的自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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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森的逻辑演绎方法和罗尔斯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森主张在理智思考的基础上仅就明显的非正

义达成共识,而不是寻找绝对的正义;二是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局限于寻求绝对的正义制度(森批评罗

尔斯是制度原教旨主义或是先验制度主义),而是关注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包括选择生活的自由,即可

行能力.因此罗尔斯契约论进路的分配范式应该用能力进路来取代,而“从基本善转向可行能力并不

构成对罗尔斯本来理论的本质偏离”[１９].

森认为,“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功能性活动”
的概念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可行能力的关注点是一个人实

际拥有的做他所珍视的事情的自由,它关注的是人的生活,而不是人所占有的资源.可行能力因此是

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

良、疾病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视角指出了能力不平等在社会不平等评估中的核

心作用.
可行能力视角提出的核心议题是贫困的标准问题.森认为,将贫困与低收入划等号由来已久,但

这一观点在理论层面已经站不住脚.在森的眼中,罗尔斯提出的基本善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非实

现目的的能力,因此他拒绝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视为评价贫困的手段.森主张的贫困概念的内涵是

可行能力被剥夺,剥夺的原因来自个体差异、物理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气候的变化等,而且造成剥夺的

各种不利因素之间还常常发生耦合,共同削弱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这就是森所理解的贫困,即认为贫

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森的理论论述为贫困研究

提供了除了财富分配、风险分配以外的另外一种能力分配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政治哲学领域,对于风险分配正义和能力分配正义这两

条进路分别产生过诸多思辨性的讨论.许多学者还分别从这两个视角对贫困和扶贫问题进行过相关

研究[２０Ｇ２１].但是,风险分配正义与能力正义在理论演进的过程中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两条路径,在学理

分析和案例分析中都较少发生重叠,二者的关联性并未建立起来,也因此二者尚未在分配正义理论的

总体框架中结合起来.而在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顶梁柱公益保险”案例进行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
两种不同的进路在该案例中实现了交汇,并且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为解决贫困户的因病致贫问题提

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

　　二、风险Ｇ能力耦合:对一个公益保险项目的解读

　　１．案例描述

在健康扶贫领域,虽然政府已经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设立了多重政策保障,但对处于绝对贫困的农

民来说,即使是报销之后需要自付的小部分医疗费用也足以使其致贫或者返贫.针对社会力量如何

发挥公益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进一步在精准扶贫战略中起到政策补充和托底的作用,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自付医疗费用进一步进行精准的承担这一问题,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
支付宝公益、蚂蚁金服共同推出的“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健康扶贫领

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该项目初衷是尽可能保障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身体健康,脱离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泥淖,故取名为“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结合了公益的性质和保险

的形式,采用“互联网＋公益＋保险”的多方嵌入模式,为建档立卡户中年龄在１８~６０周岁的人群免

费投保,对参保人住院总费用中的自付住院费用进行理赔,理赔不限病种和医院.该公益保险的保费

和理赔资金都来源于公益捐赠.该项目实施以来,弥补了国家健康扶贫政策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覆盖

不足的部分,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典型案例.
该项目预计在２０２０年覆盖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１０００万人次.

２．研究方法及假设

在社会组织扶贫创新模式层出不穷的背景下,理论建构却时常缺位.为了深入研究“顶梁柱公益

５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４７期)

保险项目”在贫困风险的分配和能力分配正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准实验法①,在全国６６个

项目县中选取了２个项目县(S１ 和S２)作为样本中的实验组,这两个县项目开展时间较早、规模较大;
又选取了尚未开展项目、区位相邻且县情相近的D１ 和D２ 两个县组成对照组.针对四县建档立卡贫

困户发放了５５０份调查问卷,有效回收问卷４６７份.具体调查问卷的发放情况如表１.
表１　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的调查问卷发放情况

发放
数量

有效回收
数量

有效回
收率/％

实验组(S１,S２) ２００ １４３ ７１．５

对照组(D１,D２) ３５０ ３２４ ９２．６

总计 ５５０ ４６７ ８４．９

　注: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汇总计算.

表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卡户基本情况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卡方检验

男性占比/％ ６２．３ ６６．４ ０．４１３９
平均年龄/岁 ４５．９ ４４．８ ０．２８７７
已婚占比/％ ９１．５ ９０．１ ０．４８５５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占比/％ ６７．２ ５７．５ ０．０２２ ∗

初中占比/％ ２９．６ ３２．８ ０．５１４６
高中及以上占比/％ ３．２ ９．７ ０．０６０５
人均年收入/元 ４０３９．７５５９１．７０．０００６∗∗∗

卡户脱贫占比/％ ４２．６ ５９．１ ０．００２４∗∗

家庭负担比② ２．５ ２．０ ０．０００２∗∗∗

　注:∗ 、∗∗ 和∗∗∗ 分别表示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

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性别比例、平均年龄、
受教育程度分布、人均年收入、脱贫比例及家庭负担情

况(见表２),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性别结构、平
均年龄、受教育程度上差异较小;收入水平和脱贫比例

方面,则是对照组优于实验组,与此相应的,家庭负担上

则是实验组的家庭负担更大.
为了解释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在帮助建档立卡户

摆脱因病致贫风险以及提升能力方面的作用,以及风险

正义与能力正义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提出研究假设并

予以论证.首先,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是一种疾病与贫

困相耦合的风险,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农民一般会表现

出未雨绸缪的储蓄行为,但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来说,即
便能有一些储蓄,也无力应对疾病带来的大额支出,而
后者又是硬性的、没有回旋余地的资金支出.因此,本
就可支配资金紧缺的家庭其成员尤其是家庭主要劳动

力遭遇疾病,必然面临因病致贫的风险.而顶梁柱公益

保险项目一方面因保险的契约属性可为卡户提供风险

保障,减轻人们对风险的担忧;另一方面卡户获得的资金由其自由支配,可以增强卡户的经济能力,减
弱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程度.那么,项目是否实现了减轻人们的心理压力和增强人们的经济能力两方面

的作用便是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以风险和能力分配正义为切入点,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１:与无项目的对照组相比,有顶梁柱项目干预的实验组对风险感知的压力较低;
假设２:与无项目的对照组相比,有顶梁柱项目干预的实验组抗风险的经济能力有所提升.
通过比较分析和回归模型来检验上述两个假设.对应两个假设的回归模型中,两个因变量分别

是心理压力指数和资金支配能力变化指数.两个模型的核心自变量都是“是否被顶梁柱项目覆盖”;
控制变量相同,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反映个人特征的变量以及人均年收入对数、家
庭负担比等反映家庭整体情况的变量.

心理压力指数是对研究对象心理压力的综合反映,是基于心理压力相关的６个变量标准化后构

建,这６个变量分别为“担心生病”“担心住院费用”“生病后不敢看病”“家庭成员关系紧张”“向亲友借

钱有困难”“对生活缺乏信心”.每个变量都是１~５分的变化范围,得分越高,相应的心理压力越大;
将６个变量的总分加总后再标准化,最终得到心理压力指数这一综合性指标,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

量.资金支配能力指数是对研究对象资金支配能力提高程度的综合反映,是基于资金支配能力变化

情况相关的３个变量标准化后构建,分别是“饮食性支出改善”“生产性支出宽裕”“可支配资金增

加”.每个变量都是１~５分的变化范围,得分越高,相应的资金支配能力提高越明显;将３个变

量的总分加总后再标准化,最终得到资金支配能力指数这一综合性指标,作为回归模型的另一

因变量(见表３).

６２

①

②

准实验法即以具有相似情况仅在有无项目上存在不同的两个样本作为对比对象,来估计项目效果.采用此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缺乏

项目实施前的基线数据,或者说是前测数据,在无法对同一个地方进行“有无项目影响”对比的情况下,选择了与项目点社会经济情

况相近的样本点作为参照,通过同期比较来反映“有无项目”的差异,进而展现项目实施带来的变化、产生的效果.
本文中的家庭负担比是指家庭户中一起吃住的人数与有劳动能力者数量之比.该指标可反映家庭中的劳动力所要承担的养家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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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回归模型的变量描述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压力指数 值域为１~５的数值 ２．２４ １．０４

资金支配能力指数 值域为１~５的数值 ２．４４ １．１４

自变量

是否被顶梁柱保险项目覆盖 是＝１;否＝０ ０．２８６ ０．４５３

性别 男＝０;女＝１ ０．３４８ ０．４７７

婚姻状况 未婚＝０;已婚＝１ １．９０７ ０．２９１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１;比较健康＝２;一般＝３;不太健康＝４;很不健康＝５ ３．１９９ １．３４７

年龄 实际年龄 ４５．１４５ １０．１５６

人均年收入对数 人均年收入取对数 ８．２３４ ０．８９８

家庭负担比 家庭户中一起吃住的人数与有劳动能力者数量之比 ２．１７９ １．２５１

　　３．结果分析

表４　样本卡户的贫困风险分配情况 ％
致贫原因 实验组 对照组

缺劳力 ４１．９０ ４３．８３
因病致贫 ３７．８９ ３７．０４
缺技术 ３１．５８ ３５．８０
因学致贫 ２３．８９ ３０．５６
因残致贫 １５．５９ １３．５８
缺资金 １２．１５ １８．５２
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１０．３２ １２．６５
其他 ２．０２ ０．９３

(１)“顶梁柱”体现的风险分配正义.在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贫困风险的分配或分布情况可以从致贫原因的

统计数据中获得.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笔者对实验组

和对照组分别归纳了导致贫困风险发生的前三大因素

(见表４),即缺劳力、因病致贫和缺技术,并且两个组的

分布情况相近(经检验,两组在致贫原因分布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其中,因病致贫风险位列第二,在实验组和

对照组分别为３７．８９％和３７．０４％,因病致贫发生比例与

官方公布的全国４４．１％的因病致贫率虽有一定差距但大致相当.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调查的是顶梁柱项目实施以前的致贫原因,因此因病致贫风险在实验组和对

照组分配的情况基本一致.但是,在顶梁柱公益保险的覆盖和干预下,实验组在因病致贫风险的转移

方面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笔者用建档立卡户对风险感知的压力数据来表达.对风险的压力感知反

映的是贫困户对于因病致贫风险的担忧的程度,如果压力感知降低,则说明因病致贫风险得到了有效

转移.
表５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未知

风险压力感均值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P 值

担心生病
担心住院费用

１．４８
１．４５

２．６２
２．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生病后不敢看病 １．５３ ２．２３ ０．０００∗∗∗

家庭成员关系紧张 １．３９ ２．００ ０．０００∗∗∗

向亲友借钱有困难 ２．２１ ２．８８ ０．０００∗∗∗

对生活缺乏信心 １．５６ ２．０８ ０．０００∗∗∗

　注:∗∗∗ 表示P＜０．００１.

通过对未知风险压力感的测量,可以更直观地了解

贫困户自身感知到的风险.对因病致贫风险压力感的

测量主要从对生病的担心、对住院费用的担心等６个方

面进行,对各项心理感知作了５个程度等级的划分,分
别赋值１~５,得分越高则心理压力越高.从表５可以

看出,无论是对疾病风险的担忧还是对患病后的财务支

配策略选择,以及对未来生计的信心等方面,实验组的

心理压力值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表明实验组贫

困户面对因病致贫风险的心理压力明显更低,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大大减轻了贫困户对不可知风险

的心理压力,较大程度上转移了因病致贫风险.
以对风险的感知变量构建压力指数,并以此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指数越高,压力越大.为尽可

能反映顶梁柱保险项目的净效用,笔者构建了两个回归模型,主要区别在于第二个模型中有顶梁柱保

险项目的相关变量.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在两个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评健康、人均年

收入对压力指数均有显著影响.其中,自评健康情况越差的卡户,其压力指数越大;而随着人均年收

入的增加,压力指数呈减小趋势.这些结果均与现实相符.
在未加入“是否有顶梁柱保险项目”变量前,模型 M０ 的解释比例为２９．７０％,加入顶梁柱保险项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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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变量后,模型 M１ 的解释比例提高至４２．０９％,即该变量对压力指数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从变量

系数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顶梁柱保险项目的实验组因未知风险产生的心理压力指

数比没有顶梁柱保险项目的对照组低１．００８(压力指数均值为２．２４),且统计显著.这说明顶梁柱保险

项目确实减轻了人们对不确定风险的担忧,验证了假设１(见表６).
表６　以心理压力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N＝３１８

自变量
M０

B SE
M１

B SE
女性(男性为参照)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０２

年龄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５４

已婚(未婚为参照) －０．１５８０ ０．２０５９ －０．２４９０ ０．１８７６

比较健康(非常健康为参照) ０．４９５０∗∗ ０．１７４２ ０．５１５０∗∗ ０．１５８４

一般 ０．９４５０∗∗∗ ０．１７１９ ０．９８２０∗∗∗ ０．１５６３

不太健康 ０．９２８０∗∗∗ ０．１８７０ １．０５６０∗∗∗ ０．１７０８

很不健康 １．５６９０∗∗∗ ０．１８３６ １．５８７０∗∗∗ ０．１６６９

收入的对数 －０．１３００∗ ０．０６４０ －０．１５００∗ ０．０５８２

家庭负担比 ０．０９６９ ０．０５１３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４６７

有顶梁柱保险项目(以“无”为参照) －１．００８∗∗∗ ０．１２４４

cons ２．８９１∗∗∗ ０．６２０６ ３．１２２∗∗∗ ０．５６４９

R２ ０．２９７ ０．４２０９

　注:∗ 、∗∗ 和∗∗∗ 分别表示P＜０．０５、P＜０．０１、P ＜０．００１.下同.

　　(２)“顶梁柱”体现的能力正义.可行能力的增强是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给贫困户带来的另一大

收益.对于处在“贫困－疾病陷阱”[２２]中的人来说,提升贫困户在医疗支付、健康水平、劳动能力、社
会支持等各个方面的可行能力将有助于贫困户农民有效且快速摆脱困境.顶梁柱公益保险在提升贫

困户可行能力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提高面临因病致贫风险的农民的医疗支付能力,帮助

农民尽快恢复健康进而恢复劳动能力;二是提高贫困户对于资金的支配能力,避免紧缩型资金支配策

略,鼓励农民采取发展型生计策略,从而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
表７和表８直观地表现了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是如何提高患病贫困农民的医疗支付能力的.在

表７中,实验组的两个项目县S１ 和S２ 的患病农户的平均理赔金额分别为８８８．２元和２３５２．２元,虽然

理赔均值差异大,但理赔金额占人均年收入的百分比相对接近,分别为４８．７％和３６．６％.可见,理赔

金额对于贫困户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大大提高了患病农户的医疗支付能力,加速了劳动能

力的恢复进程.表８则体现了实验组中顶梁柱公益保险理赔额占农民住院自付费用的比例①.当住

院自付费用高于３万元时,顶梁柱公益保险的理赔金额占自付费用的比例依然很高.也就是说,当卡

户的医疗负担很重时,顶梁柱公益保险赔付的金额相应更多,且因上限较高,整体获得的赔付比例并

不会明显下降.
表７　顶梁柱覆盖卡户的理赔金额

实验组 均值/元 中位数/元 最小值/元 最大值/元 占年收入比例/％

S１

S２

８８８．４
２３５２．２

５０２．０
１５０３．９

３．９
１．８

１２４３６．０
３０６４７．０

４８．７
３６．６

　注: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赔信息汇总计算.表８同.

表８　实验组理赔金额占自付费用的比例 ％
实验组 住院自付费用≥３万元 住院自付费用＜３万元

S１ ２８．６ １１．８
S２ ２９．３ ３０．９

８２

① 不同的项目县根据实际测算所实施的理赔方案各不相同.在S１ 项目县,理赔起付线为１５００元,理赔比例为４１％;在S２ 项目县,
理赔起付线为２０００元,理赔比例为８５％.两个项目县的理赔上限均为看病总费用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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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资金支配能力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P 值

饮食性支出改善 １．７９ ２．２８ ０．００１
生产性支出宽裕 １．８２ ２．６１ ０．０００
可支配资金增加 １．９６ ２．８３ ０．０００

　　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在能力正义方面发挥的第二

个作用体现在提高贫困户对于资金的支配能力,避免紧

缩型资金支配策略,鼓励农民采取发展型生计策略,从
而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农民在获得理赔资金后,除了

将其花费在治病用途上,还可以将其灵活地使用在诸如

改善生活、投入生产、给孩子交学费等用途之上,表明贫困户农民在资金支配使用以及发展能力方面

有了更多的选择.此外,通过提问“近两年来家庭消费的变化程度”①来比较有无顶梁柱保险项目的

差异,尝试由此观察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对贫困户行为能力和资金支配能力改变的意义.结果

(表９)表明,实验组在生活支出、生产支出等方面有了显著的更积极的变化,这说明相对于对照组的

农民来说,实验组的农民在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的干预下提升了资金的支配能力,进而改善了生计策

略,提高了可持续生计能力.
以资金支配能力的变化程度构建能力变化指数,数值越高变化越消极.与心理压力模型类似,两

个模型中的其他变量作用方向一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评健康状况越差,资金支配能力变

化指数越高,变化越消极;人均年收入越高,资金支配能力变化指数越低,变化越积极.
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后,比较模型 M０ 和 M１ 可以看出顶梁柱保险项目对资金支配能

力变化指数的净作用:有顶梁柱保险项目的实验组的能力变化指数比没有顶梁柱保险项目的对照组

低０．８６,即变化更积极,资金支配能力有所增强,并且统计显著.这说明顶梁柱保险项目在改善人们

资金支配能力上起积极作用,假设２得到验证(见表１０).
表１０　以支出能力变化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N＝３２０

自变量
M０

B SE

M１

B SE

女性(男性为参照) ０．１９３０ ０．１１９７ ０．１８４０ ０．１１３３

年龄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６２

已婚(未婚为参照) －０．０８７４ ０．２２４５ －０．１６５０ ０．２１２８

比较健康(非常健康为参照) ０．５３１０∗∗ ０．１８９３ ０．５４６０∗∗ ０．１７９２

一般 ０．９３９０∗∗∗ ０．１８７２ ０．９７００∗∗∗ ０．１７７２

不太健康 ０．８２７０∗∗∗ ０．２０３９ ０．９３６０∗∗∗ ０．１９３８

很不健康 １．６０９０∗∗∗ ０．２００１ １．６２４０∗∗∗ ０．１８９４

收入的对数 －０．１８３０∗∗ ０．０６９７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６６０

家庭负担比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５５９ ０．１３７０∗ ０．０５３０

有顶梁柱保险项目(以“无”为参照) －０．８６１０∗∗∗ ０．１４１１

cons ３．２６５０∗∗∗ ０．６７４４ ３．４６８０∗∗∗ ０．６３９１

R２ ０．２９３５ ０．３６９４

　　４．风险Ｇ能力的耦合机制

从以上对于顶梁柱公益保险所体现出的风险分配正义和能力正义两方面的研究假设的讨论中可

以看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贫困户因病致贫风险的转移和可行能力的提升是相互嵌入、密不可分的,
即二者是一种耦合关系.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既然风险分配正义进路和能力分配正义进

路在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实现了交汇,为解决贫困户的因病致贫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那
么两种进路是如何耦合的,其机制是什么? 本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２３](SLA)②的基础上,用图１
来说明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中的风险Ｇ能力耦合机制.

９２

①

②

非常符合为１分,比较符合为２分,一般,不太符合和很不符合依次为３分、４分和５分,因此,得分越高,变化越积极正向.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于２０００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livelihoodapproach,SLA),将脱贫的关键要素和过程

进行了归纳并使之体系化,对于系统研究脱贫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该框架着重强调要降低脆弱性,通过风险管理增

强恢复和发展能力,打破贫困恶性循环怪圈并将其转换为良性循环,解决扶贫后又返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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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中的风险Ｇ能力耦合机制

　　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所覆盖的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视为面临同样的脆弱性[２４]背景,即都面

临较高的因病致贫风险.在没有顶梁柱公益保险介入时,绝对贫困的农民在因病致贫风险发生之后

没有有效的应对策略,进一步的贫困由此产生,这就是“贫困Ｇ疾病陷阱”的作用机制,农民在这样的恶

性循环之下一步一步陷入更深的困境,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而顶梁柱公益保险的介入使情况发生了

变化,当绝对贫困户被公益保险所覆盖之时,一方面如果因病致贫风险发生,即贫困户家中的劳动力

不幸罹患疾病,家庭遭遇严重的危机之时,顶梁柱公益保险能够在政府的健康扶贫政策发挥作用之

后,进一步发挥“最后一公里”的托底作用,对贫困户的自付医疗费用进行报销,可以有效缓解贫困户

家庭遭遇的危机,助其摆脱“贫困Ｇ疾病陷阱”.这些资金是对贫困户生计资本的有效补充,它通过直

接或间接的方式提高了贫困户的人力和健康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生计资本的增

加意味着贫困户可行能力的增强,从而帮助贫困户从以往遭遇危机之时的紧缩型生计策略转变为现

在的发展型生计策略.同时,生计资本的增加、生计能力的增强和生计策略的改进最终又导致了贫困

户脆弱性背景的改善,从而使因病致贫风险降低和转移,并且带来更多的良性生计输出.另一方面,
即使被顶梁柱公益保险覆盖的贫困户的因病致贫风险并未降临,也就是家中劳动力没有遭遇疾病,顶
梁柱公益保险也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提升贫困户的可行能力.具体来说,虽然这些没有遭遇疾病的

贫困家庭并未直接从顶梁柱公益保险中获得理赔,没有增加原有的生计资本,然而,在顶梁柱公益保

险覆盖下,贫困户农民有了更强的心理保障,减小了心理压力并提升了生计信心.信心对于贫困户来

说与资本同样重要,同样可以改变贫困家庭在生计策略上的选择.这种生计信心同样鼓励了贫困户

从以往遭遇危机之时的紧缩型生计策略转变为发展型生计策略.因此,与遭遇因病致贫风险的贫困

户所经历的“生计资本增加———生计能力增强———生计策略改进”的路径有所不同,没有遭遇因病致

贫风险的贫困户的脱贫路径则是“生计信心提高———生计能力增强———生计策略改进”.由此可见,
生计资本和生计信心可以归于两种不同的生计能力,不论贫困户有没有面临“贫困Ｇ疾病”陷阱,顶梁

０３



第３期 李怀瑞 等:风险Ｇ能力耦合:精准扶贫中的分配正义研究 　

柱公益保险都有效地通过生计能力的提高导致了贫困户发展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并最终降低了农民

的脆弱性.因此也可以说,不论是否遭遇了疾病,因病致贫的风险都通过可行能力的保障和提升而得

到了降低和转移.总体来看,顶梁柱公益保险阻隔了“贫困Ｇ疾病”的恶性循环,将其转化为“风险转

移Ｇ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图２　风险和能力的分配选择

风险的分配正义和能力的分配正义是相互耦合的,
而若以分配正义理论作为方法论视角对风险Ｇ能力耦合

机制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则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即
该机制是如何实现精准扶贫中风险和能力两条进路相

结合的分配正义路径的? 如果简单地以高低来评价风

险和能力的分配情况的话,二者的分配选择可以用图２
来穷尽表达,即分为(Ⅰ)高能力Ｇ低风险;(Ⅱ)高能力Ｇ
高风险;(Ⅲ)低能力Ｇ低风险;(Ⅳ)低能力Ｇ高风险四类.
笔者将Ⅰ类视为最优选择,将Ⅱ、Ⅲ类视为次优选择,Ⅳ
类为最差选择.

顶梁柱公益保险所覆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理论上来说都是属于Ⅳ类象限中的家庭,被认为拥有

较低的可行能力和较高的因病致贫风险.因此,针对这一群体的精准扶贫政策应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提高该群体的可行能力,二是降低该群体面临的风险.而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中,在风险Ｇ能力

的耦合机制的作用下,因病致贫风险的降低和贫困户可行能力的提升的渠道不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即
都是通过提高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信心两种略为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路径达成的,在提升可行

能力的同时,将因病致贫风险有效降低;或者说是在因病致贫风险发生之时,提升贫困户的可行能力.
因此,顶梁柱公益保险代表了精准扶贫策略中的一种“Ⅳ—Ⅱ—Ⅰ”的实现风险和能力两条进路相互

耦合的分配正义的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在传统分配正义理论的视野中,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基本善”分配不公所带来的一种后果.而

本文以分配正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策略,将贫困的多维性表述为既关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正义,同时也

关乎可行能力的分配正义,更关乎亟需转移和消除的风险分配正义.正义的分配与其说是关于基本

善的分配,不如说是在有差异的主体之间实现风险认知与风险治理能力的大致公正、平等的分布.本

文以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为例,从风险分配正义和能力正义两个进路分别探讨了该扶贫项目对于因

病致贫风险的消除和转移作用以及对可行能力的提升作用,最终将二者进行了理论意义上的统一,构
建出一种双重进路的“风险Ｇ能力耦合”的机制和分析框架.这一模式有效地阻隔了“贫困Ｇ疾病陷阱”
和“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并将其转化为“风险转移Ｇ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它为其他类似的贫困和扶

贫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策略和模式,也为分配正义理论的解释张力的进一步延伸发展出一

种可能的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风险Ｇ能力耦合”机制的分析和运用是建立在“差别原则”之下的,也就是将社会

中最弱势、最不利的那部分群体视为干预和分析对象.“差别原则”中的这种“差别”是罗尔斯正义理

论中唯一被允许的能够给最少受惠方带来最大利益的不平等分配,采取的形式是使社会境况最差的

成员获得最大可能的状况改善.因为如果分配制度完全奉行自由至上主义立场,则极有可能走向完

全“向能力开放”的英才统治型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将破坏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低能力或弱能

力阶层的怨恨、抗争将冲击或解构现存的秩序与体制.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建档立卡贫困户无疑成

为罗尔斯所谓的“最不利者”,但罗尔斯所理解的社会“有利者”阶层与“不利者”阶层的重要区别仍然

停留在拥有基本善的数量与质量的不同之上,对基本善占有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了不同主体在社会分

配体系中的角色与位置.而实际上,不仅“基本善”的分配正义需要被适当干预,贫困作为一种风险

(本文侧重的是因病致贫风险)以及贫困作为一种可行能力的剥夺这两类现象同样也是判别社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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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者”阶层的重要依据.并且,面临因病致贫风险以及可行能力剥夺的这部分群体,其特征恰恰表

现为精准扶贫中最难以攻克的绝对贫困.在２０２０年,精准扶贫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最后剩下的５％
的绝对贫困群体,他们是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内含着“低能力Ｇ高风险”的显著特征和属

性.对于这部分最难解决的绝对贫困群体,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差别原则”之下需要重点关注和干

预的对象,“风险Ｇ能力耦合”框架恰好成为解决这一痛点和难点的有效因应之策.因此,“差别原则”
成为“风险Ｇ能力耦合”框架背后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框架的运用也必须在“差别原则”之下展开.此

外,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继续延伸,“风险Ｇ能力耦合”框架还可以扩展到基于“差别原则”之下的其他弱

势群体的研究中,比如残障群体[２５]、困境儿童等,这也是该框架未来有可能继续发挥理论张力的方向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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